
一、引言

从经济学角度对幸福感进行研究的早期文献

中，以 1974 年理查德·伊斯特林（Easterlin，1974）的

著作《经济增长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提高人们的快乐》

最具代表性。在该著作中，作者提出了著名的“伊斯

特林悖论”，即通常在一个国家内，富人报告的平均

幸福感水平高于穷人，但如果进行跨国比较，穷国报

告的幸福感水平与富国几乎一样高。简而言之，伊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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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林悖论描述了财富收入增长与居民幸福感提升

之间的非一致性。在国内，2012 年中央电视台开展

的“幸福调查”街头采访使得幸福感被广泛热议，也

在同一年，理查德·伊斯特林运用中国经济增长数

据和居民幸福感调查数据进行的研究指出，1990—
2010 年间中国实现了 8%以上的人均 GDP 增长率，

以不变美元计价的人均 GDP 和人均消费额也增长

了约四倍，但并无证据表明中国居民的幸福感水平

呈现出与经济增长相匹配的预期提升 （Easterlin et
al.，2012）[1]。至此，关于我国经济增长奇迹与居民幸

福感停滞的学术研究大量涌现，研究内容主要集中

在两个方面：一是分不同情境对我国的伊斯特林悖

论进行再检验；二是探讨影响我国居民幸福感的关

键因素。
伊斯特林悖论通常被理解为“幸福感———收入

之谜”。学者们困惑于居民幸福感为什么没有实现

与收入水平的同步提升，进而衍生出对于经济发展

意义的讨论和质疑。本文认为，收入增长仅仅是经

济发展的一个方面，且收入增长更多地表现为居民

自主消费能力的提升。更加广泛地，经济发展还会

带来社会服务功能的提升，如社会保障在内容和范

围上的扩展、住房条件的提高以及人们居住环境的

改善等，这些社会服务功能区别于收入增长，但又

的的确确与居民的幸福感息息相关，以往的研究未

能充分重视这些非收入因素对幸福感的影响。基于

此，本文认为，考察户籍歧视对城市移民幸福感缺

失的影响效应时，也应该将居民所普遍关注的社会

保障、住房条件、居住环境等非收入因素纳入分析

框架。例如，在社会保障方面，2005 年国务院公布

的《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
中明确指出，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城镇职工医疗保险

制度改革，城镇所有用人单位都要参加城镇职工基

本医疗保险。然而，本文对 2012 年中国劳动力动态

调查问卷（CLDS）进行整理后发现，2011 年我国城

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在农业户籍城市移民中的覆

盖率仅为 44.61%，远远低于在非农户籍城市移民

中的覆盖率 （82.01%） 和在本地居民中的覆盖率

（83.36%）。姚先国和赖普清（2004）[2]在完成户籍歧

视与劳资关系的论述之后，也客观地指出，仅仅关

注工资收入层面的户籍歧视是不够的。陈云松和张

翼（2015）[3]在分析城镇化的“不平等”效应和农业户

籍流动人口与城镇户籍人口的社会融合问题时发

现，在社会保险、文化生活、心理接纳等身份认同方

面，城市移民要显著低于本地居民。

基于以上两个方面的思考，本文提出三个问题：

（1） 若劳动报酬领域的户籍歧视造成了城市移民的

幸福感缺失，那么我国现实社会中越来越多的农村

人口不断向城市集聚又该如何解释？（2）若户籍歧视

是造成城市移民幸福感缺失的重要原因，那么实现

户籍转换是否意味着城市移民的幸福感水平向本地

居民幸福感水平的趋同？（3）在劳动报酬之外，居民

所普遍关注的社会保障、住房条件、生活环境等非收

入因素方面是否也存在户籍歧视，对城市移民的幸

福感缺失造成了怎样的影响？

为了回答上述三个问题，本文采用 2012 年中

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从两个方面对现

有研究进行了拓展。相对于以往的研究，本文可能

存在的创新之处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第一，从户

籍歧视视角研究居民幸福感的现有文献中，大都按

照户籍属性将研究样本划分为农业户籍居民和非

农户籍居民两类，未能充分关注由农业户籍转换到

非农户籍的这部分城市移民。作为获得非农户籍的

城市移民，他们在户籍属性上与农业户籍城市移民

有着本质区别，但从迁移空间上来说，他们依然属

于城市移民，在融入城市生活方面，他们与本地居

民相比依然存在一定差距（陈云松、张翼，2015；姜

兆萍，2016）[3，4]。基于此，本文依据户籍属性以及户

籍属性变动，将城市移民进一步划分为农业户籍城

市移民和非农户籍城市移民两类，进而获得了本地

居民、非农户籍城市移民和农业户籍城市移民三组

研究样本。本文通过组间横向比较，静态上把握了

户籍歧视对城市移民幸福感缺失的作用机理，动态

上厘清了户籍转换对城市移民幸福感变迁的影响

效应。本文的研究发现，非农户籍城市移民虽然实

现了户籍转换，但他们在社会融合等身份认同上的

障碍以及对于自有住房的需求仍然导致其幸福感

的缺失。第二，从经济学角度对幸福感进行研究的

文献大都遵循的是理查德·伊斯特林所奠定的研究

范式，即在全样本或分组群的情况下考察幸福感与

财富收入增长的关系，未能充分重视非收入因素在

影响居民幸福感中所扮演的角色和作用。本文认

为，忽视收入增长以外的因素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

存在重要失误，有可能遮掩和弱化了经济发展对于

提升居民幸福感的贡献。基于此，本文将收入增长

之外的其他因素同时纳入分析框架，综合研究了劳

动状况（劳动报酬、劳动强度）、社会保障（五险一

金）、住房条件（住房类型、人均住房面积、保障性

住房政策）、生活环境（生活便捷度、社会融合度、

2· ·



社区服务功能）方面的户籍歧视对于城市移民幸福

感缺失的影响效应。本文的研究发现，除劳动强度

之外，社会保障、住房条件、生活环境三类非收入

因素不仅可以直接对城市居民幸福感产生影响，而

且非收入因素层面的户籍歧视也显著地造成了城

市移民的幸福感缺失。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设计

（一）文献综述

幸福感最初是哲学和心理学的研究主题，1974
年理查德·伊斯特林将其引入到经济学的研究范畴，

描述了跨国比较中财富收入增长与居民幸福感水平

提升之间的非一致性，即伊斯特林悖论。1995 年，理

查德·伊斯特林（Easterlin et al.，1995）[5]进一步将这

一悖论扩展到日本及九个欧洲发达国家。2012 年，

理查德·伊斯特林（Easterlin et al.，2012）[1]将伊斯特

林悖论引入中国，通过时间序列分析指出，中国居民

所报告的幸福感水平并未呈现出与经济增长相一致

的预期提升。
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是增进人民福祉，然而目

前世界上主要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均被验证经

历了伊斯特林悖论现象（Easterlin et al.，2010）[6]，因

此关于幸福感的争议和讨论也就成为国内外学者

研究的热点。总体来看，学术界关于幸福感的研究

主要从“争议”和“解释”两个方面展开。在“争议”
方面，首先是关于幸福感如何度量的争议。幸福感

的 经 济 学 理 论 基 础 是 效 用 理 论 （Kahneman and
Krueger，2006）[7]，很多影响效用的因素也被证实是

影响幸福感的因素（Frey and Stutzer，2002）[8]。因此，

在幸福感的度量上有学者直接采用较为完善的效用

理论分析框架来模拟幸福感（李涛等，2011）[9]。但是，

更多学者认为幸福感与效用仍然存在差异，萨缪尔

森曾经提出过“幸福感=效用/欲望”的幸福方程式，

Kimball and Willis（2006）[10]认为幸福感由即时效用

构成的短期幸福感与由健康、休闲、营养等构成的长

期幸福感两部分组成，这些学者更加倾向于采用直

接的量表法来度量幸福感（陈钊等，2012；孙三百等，

2014；李树和陈刚，2015）[11-13]，陆铭等（2014）[14]也对

量表法度量幸福感存在的疑惑和可靠性进行了解

答。另一个关于幸福感研究的“争议”是伊斯特林悖

论是否存在。大多数学者的研究支持了幸福感与财

富收入之间的非正相关关系 （Paul and Guilbert，
2013）[15]，但也有许多学者的研究结论不支持伊斯特

林 悖 论 （Alesina et al.，2004；Leigh and Wolfers，
2006）[16，17]。马万超、李辉（2017）[18]和官皓（2010）[19]基

于中国的微观调查数据研究得出，收入与居民幸福

感直接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在“解释”方面，国

内外学者从“幸福感—收入之谜”出发，基于不同视

角解释了伊斯特林悖论存在的原因，如收入差距视

角（Ferrer -i -Carbonell，2005；Senik，2008；何 立 新、
潘春阳，2011）[20-22]、“攀比效应”（或“隧道效应”）、
“示范效应”和“棘轮效应”视角 （Knight et al.，
2009；何强，2011）[23，24]等；另一方面，国内外学者也

从影响居民幸福感的非收入因素出发，探讨了伴随

财富收入增加的另一些经济增长结果在影响居民

幸福感中所扮演的角色和作用，如居民价值观的变

迁（张学志、才国伟，2011）[25]，空间移民与城市规模

的作用（孙三百等，2014）[12]，对待社会公平的态度、
融入社会的能力（何强，2011；张鹏等，2014）[24，26]以

及户籍歧视等。
在我国，农业户籍被认为是计划经济遗留在农

村居民身上的深刻烙印，户籍歧视造成的幸福感群

体差异经常被学者们提及。Jiang et al.（2012）[27]基于

户籍身份收入差距的研究发现，与户籍关联的收入

差距会使得所有居民的幸福感都显著降低，且农业

户籍居民的幸福感降低幅度更大。Zhang and Meng
（2007）[28]和陈钊等（2012）[11]的研究发现，虽然社区层

面的收入差距可以通过示范效应来提高居民幸福

感，但这种示范效应在不同户籍城市人口中存在显

著的人际差异，户籍制度对具有高教育水平的农业

户籍城市移民产生了进入壁垒。为了进一步将与户

籍有关的身份收入差距从总体收入差距中剥离出

来，陆铭等（2014）[14]采用城市基尼系数来表示总体

收入差距，采用城市本地居民与新城市居民（获得非

农户籍的城市移民） 的组间收入差距来表示与户籍

有关的身份收入差距，他们的研究认为，户籍身份导

致 的 组 间 收 入 差 距 占 总 体 收 入 差 距 的 12.82%～
18.46%，户籍歧视对城市移民的幸福感造成了损失。
另外一些学者在探讨幸福感的“群体差异现象”时，

如高学历人群与低学历人群的幸福感差异（金江、何
立华，2012）[29]、拥有编制人群与没有编制人群的幸

福感差异（钱先航等，2015）[30]、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

代农民工的幸福感差异 （金晓彤、催宏静，2013）[31]

等，也都将户籍因素作为控制变量纳入其中进行分

析。由此可见，学者们普遍认为不同户籍居民的幸福

感存在差异，在实证分析时应当被控制，但现有研究

未充分重视非收入因素方面的户籍歧视对城市移民

幸福感缺失的作用机理，也未能关注到户籍转换对

城市移民幸福感变迁的影响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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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感被纳入经济学分析框架的时间虽然不是

很长，但由于其具有广泛的群众共识，且正逐渐成为

各级政府的施政目标之一，因而学术界对于幸福感

的研究也取得了很多有价值的成果，尤其是在对于

收入与幸福感关系的论述上。同时，在我国城乡二元

结构、城市内部二元结构的大背景下，户籍歧视对居

民幸福感的影响也经常被提及。然而，针对以往的研

究依然存在可以进一步拓展的空间，具体表现在：第

一，人均财富收入的增长仅仅是经济发展的结果之

一，探讨收入增长以外的、居民普遍关注的社会保

障、住房条件、生活环境三类非收入因素对城市移民

幸福感缺失的影响效应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第二，

由于我国很多社会管理制度经常与户籍管理制度挂

钩，使得户籍歧视已经深入和扩散到居民生活的很

多方面，实现户籍转换是否意味着实现城市移民向

本地居民的幸福感趋同，有待进一步将城市移民细

化为农业户籍城市移民和非农户籍城市移民两类进

行检验。
（二）研究设计

借鉴学者们建立的幸福感影响因素研究模型

（Easterlin et al.，2012；陆铭等，2014）[1,14]，本文以城市

居民幸福感为被解释变量，以户籍属性哑变量和劳

动状况、社会保障、住房条件、居住环境为核心解释

变量，控制城市居民在个人身体特征、个人发展特

征、家庭结构特征以及从业结构特征方面的差异，构

建如式（1）所示的计量模型：

happinessi = α + δD（hji）+ β1worki + β2insurancei +
β3housingi + β4dwellingi +∑λX+ ε （1）

式（1）中，i 表示城市居民；D（hji）为城市居民的

户籍属性哑变量；happiness 表示城市居民的幸福感

水平；work 表示城市居民的劳动状况，具体包括劳

动报酬 work-wage 和劳动强度 work-hour；insurance
表示城市居民的社会保障水平；housing 表示城市居

民的住房条件，具体包括住房类型 housing-type、人
均住房面积 housing-area 以及是否享受到保障性住

房政策 housing-policy；dwelling 表示城市居民的生

活环境，具体包括生活便捷度 dwelling-convenience、
社会融合度 dwelling-integration 以及社区服务功能

dwelling-function；X 为个人身体特征、个人发展特

征、家庭结构特征以及从业结构特征方面的控制变

量；ε 为随机误差项。
本文在式（1）中引入户籍与劳动状况、社会保

障、住房条件、居住环境的乘积交互项，以考察不同

户籍城市居民在劳动状况、社会保障、住房条件、居

住环境上的差异对幸福感的影响，进而梳理出户籍

歧视在城市移民幸福感缺失中所扮演的角色和作

用。构建的模型如式（2）所示：

happinessi = α + δD（hji）+ β1worki + β2insurancei +
β3housingi + β4dwellingi + ρ1D（hji）×worki + ρ2D（hji）×
insurancei + ρ3D（hji）×housingi + ρ4D（hji）×dwellingi +∑
λX+ ε （2）

式（2）中，通过引入户籍交互项 D（hji）× worki、D
（hji）× insurancei、和 D（hji）×housingi，分析在城市工

作生活中处于相对劣势地位的城市移民，在劳动

状况、社会保障、住房条件以及生活环境方面受到

的户籍歧视是否对他们的幸福感缺失产生了显著

影响。
在计量方法的选取上，尽管本文的被解释变

量 幸 福 感 happiness 是 一 组 由 低 到 高 的 序 数 ，但

Ferrer-i-Carbonell and Frijters （2004）[32]、陆 铭 等

（2014）[14]等学者均指出，在大样本情况下采用 OLS
法对被解释变量为有序离散变量的模型进行回归，

并不会对回归系数的显著性和方向产生重要影响。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本文同时采用 Ordered Probit 法

和 OLS 法对模型进行拟合，其结果也支持 Ferrer-i-
Carbonell and Frijters（2004）[32]、陆铭等（2014）[14]等学

者的观点。但是，考虑到 OLS 法的回归系数可以更

加直观地呈现出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边际效

应，因此本文对于实证结果的分析主要基于 OLS 法

得到的回归系数，并将采用 Ordered Probit 法得到的

回归结果作为对照组进行报告。
三、样本分析

（一）数据提取与变量定义

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是由中山大学社

会科学调查中心开展的调查项目。2012 年，CLDS 针

对我国 29 个省和直辖市（除港澳台、西藏和海南）的

样本家庭户中全部劳动力的迁移、工作、教育、健康、
社会参与、经济活动、基层组织等问题进行了概率抽

样调查，总共涉及 1.6 万个个体调查样本、1.1 万个

家庭调查样本和 129 个城市社区居委调查样本，为

本文的研究提供了数据来源。
1.城市居民的分组。本文选择调查点为城市的

调查问卷，根据问题 I1.13、I1.14、I1.15.1 将城市居民

分为三组，分别是始终拥有非农户籍的城市居民

team A、农村转移并获得非农户籍的城市移民 team
B 以及农村转移但未获得非农户籍的城市居民 team
C。为了尽可能地将分析范围控制在本地居民与“农

村—城市”移民之间，本文还根据问题 I1.15 剔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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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城市”的移民样本。
2.变量说明与数据提取。
幸福感 happiness。关于城市居民对于幸福感的

评价，CLDS 调查问卷从两个方面设计了问题，问题

I7.6.1 是“总体来说，您觉得您的生活是否过得幸

福”，问题 I7.6.2 是“您觉得您与大多数同龄人相比，

是否觉得幸福”。两个问题均设计了从“很不幸福

happiness=1”至“非常幸福 happiness=6”六个等级。
调查问卷关于第一个问题的设计是希望被访居民通

过比较自己以往的生活状态、周围所有人的生活状

态后对自己的幸福感进行评价，关于第二个问题的

设计是希望被访居民通过比较周围同龄人的生活状

态后对自己的幸福感进行评价。统计结果显示，城市

居民关于两类幸福感的评价具有较高的一致性 （相

关系数=0.7474）。同时，本文认为，与同龄人相比后

的幸福感可以剔除时间趋势因素，以更加适合进行

组间横向比较分析。因此，本文根据问题 I7.6.2 提取

城市居民的幸福感数据。
劳动状况。关于劳动报酬，CLDS 调查问卷依次

调查了城市居民 2011 年的年总收入、年工资性收

入 work-wage 和年经营性收入。考虑到本地居民与

城市移民在年总收入和年经营性收入上的不匹配，

本文选取年工资性收入 work-wage 来衡量城市居

民的劳动报酬状况。关于城市居民的劳动强度，

CLDS 调查问卷依次调查了城市居民每周平均工作

小时数、每月平均工作天数和 2011 年工作的月数。
本文根据每周平均工作小时数和 2011 年工作的月

数，按照每个月等于 4.28 周计算得到城市居民

2011 年工作的小时数 work-hour，并以此来衡量居

民的劳动强度。
社会保障 insurance。社会保障是国家为保障劳

动者在患病、年老、失业、工伤和生育时的生活基

本不受影响而制定的一种国民收入再分配制度措

施，由此可见，是否享有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享受社

会保障也会对居民的幸福感产生影响。CLDS 调查

问卷依次调查了城市居民是否享有城镇职工基本

医疗保险、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工伤保险、生
育保险、失业保险以及住房公积金（是=1，否=0），

对于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城镇职工基本养老

保险填选“否”或者没有回答的问卷，本文采用单

位补充医疗保险和单位补充养老保险进行补充，然

后对五险一金情况进行加总得到 0～6 七个序数作

为城市居民社会保障 insurance 的代理指标。其中，

0 代表没有享受到任何五险一金，1 代表享受到五

险一金中的某一项，2 代表享受到五险一金中的某

两项，以此类推。
住房条件。住房类型 type，CLDS 调查问卷在调

查城市居民住房类型时提供了“完全自有、与单位

共有产权、租住、政府免费提供、单位免费提供、父
母/子女提供、其他亲友借住、其他”八个选项，本文

的统计结果显示，填选“完全自有”和“租住”两个

选项的样本占比达到了 88.90%，最具有代表性。因

此，本文仅选择“完全自有”和“租住”两类住房类

型的样本进行分析，将住房类型 housing-type 设置

为哑变量，其中的完全自有住房 type=1。人均住房

面积 housing-area，本文首先根据个体调查样本统

计出城市居民的家庭住房面积，然后通过家庭编号

实现与家庭调查样本的匹配，统计出城市居民的家

庭人口数，最后计算出城市居民的人均住房面积，

并剔除人均住房面积为异常值的样本。保障性住房

policy，保障性住房是指政府为改善中低收入住房

困难家庭住房条件而提供的经济型住房，以经济适

用住房和廉租房最常见。CLDS 调查问卷对城市居

民是否享受到政府提供的经济适用房或廉租房进

行了调查，本文据此构造保障性住房哑变量，并定

义若城市居民享受到了经济适用房或廉租房时

policy=1。
居住环境。生活便捷度 dwelling-convenience，

CLDS 调查问卷调查了城市居民从住房至最近的公

交站点、最近的医疗点、最近的药店、最近的学校、最
近的商业中心的距离。日常生活的这些方面是否便

捷也会对城市居民的幸福感产生影响，本文采用这

些距离的平均值的倒数来反映城市居民的生活便捷

度。社会融合度 dwelling-integration，CLDS 调查问卷

从城市居民与邻里、街坊和其他居民之间的“熟悉程

度、信任程度、互助程度”三个方面对城市居民的社

会融合度进行了调查，提供了“非常不熟悉/不信任/
不互助=1”至“非常熟悉/信任/互助=5”五个递进的

选项。本文将城市居民关于熟悉程度、信任程度、互
助程度的评价数据加总求平均，将平均值作为社会

融合度的代理指标。社区服务功能 dwelling-func－
tion，CLDS 调查问卷调查了城市居民所在的社区是

否有银行、医疗机构、老年活动室、休闲健身场所、儿
童游乐场所、图书杂志报刊阅览室、社区广场公园、
餐饮娱乐场所、环境污染九类数据（是=1，无环境污

染=1），这九类数据基本反映了居民所居住社区的整

体服务功能状况，本文将这九类数据的平均值作为

社区服务功能的代理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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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控制变量。参考其他学者在研究幸福感时

所控制的因素，本文从 CLDS 调查问卷中提取了居

民的个人身体特征（性别、年龄、年龄的平方）、个人

发展特征（教育、健康、是否为党员）、家庭结构特征

（单身家庭、夫妇家庭、夫妇及子女家庭、夫妇及父母

家庭、其他）和从业结构特征（单位类型、从业身份、
工作地区）等数据作为模型的控制变量。具体的，本

文提取男性（性别=1）年龄在 16～65 周岁之间、女性

年龄在 16～60 周岁之间，且 2011 年有工作的从业人

员（党员=1），对居民的受教育程度按照学历折算成

受教育年限（小学 6 年，初中 9 年，高中、职高、技校、
中专 12 年，大专、本科 16 年，硕士 19 年，博士 22
年），对居民的健康状况按照“非常不健康=1”至“非

常健康=5”得到有序数列，同时构造从业单位类型哑

变量（党政军机关、事业单位及国营企业=1）、从业身

份哑变量（雇主=1）和工作地区哑变量（京津冀、长三

角、珠三角省份=1），以控制和考察这些因素对居民

幸福感的影响效应。
为了保证调查数据的可信度，本文根据问题

I10.7 选取了问卷可信度评价为“可靠”和“很可靠”
的调查问卷，并根据 2012 年最低工资标准和基本生

活常识，剔除了年工资收入在 0.72 万元以下、周工

作时间在 30～100 小时区间以外的样本，以及其他存

在异常值的样本。
（二）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 1 报告了我国城市中本地居民 team A、非农

户籍城市移民 team B 以及农业户籍城市移民 team
C 三类城市居民关于幸福感、劳动状况、社会保障、
住房条件、生活环境方面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对表 1 统计结果的解读与分析。
第一，就幸福感而言，总体来看，三类城市居民

报告的幸福感水平均呈现出“倒 U 型”的分布状态，

这比较符合预期。同时，三类城市居民幸福感分布的

组间横向比较揭示：（1） 相对于非农户籍城市居民

（team A 和 team B），农业户籍城市移民（team C）所

报告的幸福感水平更加左偏且呈现出正偏离，即农

业户籍城市移民中更多人的幸福感水平低于组内平

均水平，同时组内标准差最大，说明居民所报告的幸

福感水平更加离散；（2）本地居民（team A）所报告的

幸福感水平高于非农户籍城市移民（team B）的幸福

感水平，但二者间的差距较小，且都呈现出负偏离，

即更多居民的幸福感水平超过了组内平均水平。由

此可以判断：首先，城市移民尤其是农业户籍城市移

民，他们相对本地居民的幸福感存在缺失问题；其

次，针对非农户籍城市移民而言，即使他们实现了户

籍转换，但其平均幸福感水平依然低于本地居民的

平均幸福感水平。
第二，就劳动状况而言，在劳动报酬方面，本地

居民（team A）的平均年工资性收入要高于非农户

籍城市移民（team B）的平均年工资性收入 0.58 万

元，高出 13.23%，高于农业户籍城市移民（team C）
的平均年工资性收入 0.71 万元，高出 16.28%。然

而，城市移民中，非农户籍城市移民 team B 与农业

户籍城市移民 team C 在平均年工资性收入上却较

为一致，team B 比 team C 仅仅高出了 0.13 万元。由

此可以判断，现实社会中人们纷纷在城市落户可

能并不是基于提升工资收入的考虑。从劳动强度

方面分析三类城市居民的劳动状况则给我们更多

的启示。本地居民（team A）的平均年工作小时数

是 2 192.83 个小时，与非农户籍城市移民（team B）
的年工作时长相似，但远远少于农业户籍城市移民

（team C）的年工作时长。若按一年 250 个工作日计

算，农业户籍城市移民（team C）平均每天比本地居

民（team A）多工作 1.84 个小时。若将城市移民较低

的年工资性收入考虑进来，team C 的平均小时工资

为 13.81 元，仅为 team B 平均小时工资的 79.29%，

仅为 team A 平均小时工资的 69.20%。由此可以看

出，相对于本地居民，城市移民（team B 和 team C）
不论在劳动报酬上，还是在劳动强度上，都受到了

一定程度的不公平待遇。
第三，就社会保障而言，以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

险为例，本地居民（team A）的参保率为 83.36%，略

高于非农户籍城市移民（team B）的参保率 82.01%，

但远高于农业户籍城市移民 （team C） 的参保率

34.80%。在五险一金的其他方面（城镇职工基本养老

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失业保险以及住房公积

金）也呈现出了类似的现象，不再赘述。上述现象说

明，非农户籍城市移民（team B）与本地居民（team
A）可以享有的社会保障水平较为接近，但农业户籍

城市移民（team C）可以享有的社会保障水平则要差

很多。
第四，在住房条件上，本地居民（team A）与非农

户籍城市移民（team B）的住房类型都以自有住房

为主，租房居住的居民占比较低，且 team B 中拥有

自有住房的居民占比比 team A 更高。这一现象也

容易理解，非农户籍城市移民既然已经实现了户籍

转换，一般都会有在城市长期生活下去的打算，而

购买自有住房成为他们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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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均值 标准差 偏度 样本量

team A

幸福感 4.3607 1.1471 -0.4301 610

劳动状况
年工资性收入（万元） 4.3767 3.5941 3.7157

607
年工作小时数（小时） 2192.8336 527.4960 1.0462

社会保障
医疗保险=83.3608% 养老保险=76.1120% 工伤保险=57.4959%

607
生育保险=37.3970% 失业保险=63.0972% 住房公积金=67.2158%

住房条件

自有住房占比=87.3840% 租房占比=12.6160%

539人均住房面积（平方米） 28.4898 20.5465 2.7455

享受到政府住房政策人数=35 占比=6.4935%

生活环境

生活便捷度 0.5095 1.2156 14.1391

589社会融合度 3.9279 0.8113 -0.0123

社区服务功能 6.3565 1.9073 -0.4896

team B

幸福感 4.2684 1.1524 -0.4864 380

劳动状况
年工资性收入（万元） 3.7977 3.3550 6.7691

378
年工作小时数（小时） 2180.2976 620.9611 1.5077

同时，我国很多地方也实施了购房落户政策，非农

户籍城市移民也可以通过购买住房来实现户籍转

换。相比而言，农业户籍城市移民（team C）则以租

房居住为主，本文进一步的数据分析发现，大多数

拥有自有住房但仍保留农业户籍的城市移民，其家

庭成员中一般都至少有一位是非农户籍城市居民。
从人均住房面积来看，非农户籍城市移民（team B）
的人均住房面积最大，比本地居民（team A）的人均

住房面积还要多出 4.82 平方米，这与城市居民的

家庭结构有关。相对于城市移民，本地居民中夫妇

及子女、夫妇及父母两类家庭结构的占比更高。农

业户籍城市移民（team C）的平均人均住房面积最

低，比非农户籍城市居民（team A 和 team B）的人

均住房面积少了 10 平方米以上，仅为 18.05 平方

米。从城市居民是否享受到政府提供的经济适用房

或廉租房来看，保障性住房政策针对的是非常小的

一部分居民群体，在 team A、team B 和 team C 中的

覆盖率均很低。
第五，在生活环境上，就生活便捷度和社会融合

度而言，本地居民（team A）的生活便捷度指数和社

会融合度指数均最高，其次是非农户籍城市移民

（team B），农业户籍城市移民（team C）的生活便捷

度指数和社会融合度指数均最低。这一现象符合社

会现实，同时也揭示出非农户籍城市移民（team B）

虽然实现了户籍转换，但他们在日常生活和社会融

合方面，依然与本地居民存在一定差距。然而，三类

城市居民在社区服务功能方面的统计结果则显示，

非农户籍城市移民（team B）所居住社区的服务功能

最完善，其次是农业户籍城市移民（team C），相比之

下本地居民（team A）所居住社区的服务功能反而最

低。本文给出的解释是，城市移民作为新迁入城市的

居民，他们迁入城市后一般居住在新建成的社区，社

区的各项服务设施建设都相对较为齐全。
综上所述，可以得到两个方面的初步研究结论。

（1）静态上，我国城市移民（team B 和 team C）的幸

福感水平要低于本地居民（team A）的幸福感水平，

存在幸福感缺失问题；动态上，实现户籍转换后，非

农户籍城市移民（team B）的平均幸福感水平要高于

没有实现户籍转换的非农户籍城市移民（team C）的

平均幸福感水平，但依然低于本地居民（team A）的

幸福感水平，即由农业户籍转换到非农户籍，城市移

民的幸福感水平得到了提升，但仍面临幸福感缺失

问题。（2）城市移民（team B 和 team C）不仅在劳动

报酬、劳动强度上受到了不公平待遇，他们在社会保

障、住房条件和生活环境上也与本地居民存在一定

差距。本文认为，这些非收入因素方面的歧视也是造

成城市移民幸福感缺失的原因，对这一判断更为细

致的分析将在实证结果及分析部分阐述。
表 1 team A、team B、team C 的幸福感及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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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障
医疗保险=82.0106% 养老保险=67.1958% 工伤保险=50.2646%

378
生育保险=31.4815% 失业保险=56.6138% 住房公积金=67.9894%

住房条件

自有住房占比=91.2651% 租房占比=8.7349%

332人均住房面积（平方米） 33.3104 29.9571 2.5001

享受到政府住房政策人数=34 占比=10.2410%

生活环境

生活便捷度 0.4822 0.6682 5.3779

377社会融合度 3.0636 0.7682 0.0785

社区服务功能 6.9682 1.6596 -0.8968

team C

幸福感 3.7512 1.2278 -0.1396 209

劳动状况
年工资性收入（万元） 3.6643 2.3499 2.9816

204
年工作小时数（小时） 2653.1803 721.3245 0.4731

社会保障
医疗保险=44.6078% 养老保险=34.8039% 工伤保险=49.0916%

204
生育保险=13.7255% 失业保险=25.000% 住房公积金=23.0392%

住房条件

自有住房占比=15.0289% 租房占比=84.9711%

173人均住房面积（平方米） 18.0519 21.4838 3.4784

享受到政府住房政策人数=2 占比=1.1561%

生活环境

生活便捷度 0.3789 0.8803 10.2633

183社会融合度 2.6958 0.7581 0.4251

社区服务功能 6.7104 1.4632 -0.2944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劳动层面的户籍歧视与城市移民幸福感的

缺失

表 2 报告了劳动状况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效

应，以及劳动层面的户籍歧视在城市移民幸福感缺

失中所扮演的角色和作用。
对表 2 回归结果的解读。
首先，在未按户籍分组的情境下，模型（1）为采

用OLS 的回归结果，模型（2）为采用 Order Probit 的

回归结果，两个模型无论在回归系数的显著性上，

还是回归系数的方向上，均呈现出较强的一致性。
（1）以年工资性收入为表征的劳动报酬的提高，可

以显著地提升城市居民的幸福感水平。根据 OLS
回归结果预测，年工资性收入每提升一百个标准差

（约提升 1 万元），居民幸福感将提升 0.028 0。（2）
以年工作小时数为表征的劳动强度的增加，将造成

城市居民幸福感水平的显著下降。根据 OLS 回归

结果预测，年工作小时数每增加一千个标准差（按

一年 250 个工作日计算，约每天增加 2 小时工作时

长），居民幸福感将下降 0.034 5。（3）其他控制变量

的效应。个人身体因素（性别、年龄、年龄的平方）

对城市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均不显著。个人发展因素

中，健康状况对城市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显著为正，

党员身份对城市居民幸福感的影响不显著。教育水

平对城市居民幸福感的影响不显著，与金江和何立

华（2012）等学者的研究结论不一致，本文给出的解

释是：教育水平的提高可能会增加城市居民对于未

来的预期，而现实社会中的激烈竞争却有可能将这

种更高预期转变成为更大的生活压力。鉴于对研究

重点的考虑，本文未能详细地分析教育水平对幸福

感影响的人际差异。家庭结构中，来自单身家庭的

城市居民的幸福感水平相对更低，而由夫妇及父母

组成的家庭结构则对城市居民幸福感产生了显著

的提升效应，这一结论可以从父母在家庭中所承担

的增加额外收入、照顾子女生活、维护家庭和谐等

方面进行解释。从业结构中，没有显著证据表明雇

（续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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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从业身份比雇员从业身份更加能够提升城市居

民的幸福感水平，但供职于党政军机关、事业单位

及国营企业可以显著地提升城市居民的幸福感，其

内在机理可以借鉴钱先航等（2015）关于编制与公

共部门对微观个体作用的论述中得到很好解释。
从业地区哑变量（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1）对城

市居民幸福感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这可能与经济

发达地区更大的生活压力和更高的生活成本有关。
结合现实社会中仍然有大量人口不断向经济发达

地区集聚的背景，本文给出了与孙三百等（2014）相

同的解释，即在移民空间上，城市移民选择从个人

理性出发向经济发达区域集聚以获得更高的收入

水平，但从幸福感角度来说，这种行为往往是既不

利己也不利他的集体非理性行为。
其次，在按户籍属性以及户籍属性变动进行分

组的情境下，模型（3）至模型（5）、模型（6）至模型

（8）、模型（9）至模型（11）依次考察了本地居民 team
A 与农业户籍城市移民 team C 之间、本地居民 team
A 与非农户籍城市移民 team B 之间、非农户籍城市

移民 team B 与农业户籍城市移民 team C 之间，劳

动层面的户籍歧视对城市移民幸福感缺失的影响效

应。其中，模型（3）、（6）、（9）为不包含户籍交互项的

回归结果，模型（4）、（7）、（10）为包含户籍与劳动报

酬交互项的回归结果，模型（5）、（8）、（11）为包含户

籍与劳动强度交互项的回归结果。总体上，除户籍变

量和户籍交互项之外的其他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与

未按户籍分组的模型（1）和模型（2）的回归结果较为

一致，不再赘述。
接下来，本文重点分析户籍变量和户籍交互项

对幸福感的回归结果，并基于此剖析劳动层面的户

籍歧视与城市移民幸福感缺失的关系。
就 team A 与 team C 的比较而言，在未添加户

籍交互项的模型（3）中，户籍哑变量（team A=1）对居

民幸福感的影响效应显著为正，即非农户籍属性对

城市居民的幸福感水平产生了正向溢出。在添加户

籍与劳动报酬交互项后的模型（4）中，交互项的回归

系数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在添加户籍与劳动强度

交互项后的模型（5）中，交互项的回归系数显著为

负。上述回归结果表明，相对于本地居民，农业户籍

属性造成了城市移民的幸福感缺失，但农业户籍城

市移民在劳动报酬上的不公平待遇并不构成其幸福

感缺失的关键因素，户籍歧视造成城市移民幸福感

缺失来自于劳动报酬以外的其他方面，如农业户籍

城市移民所承受的更大的劳动强度则显著地降低了

其幸福感水平。上述研究结论揭示了本文的第一个

核心观点，即在劳动层面，有别于直接研究劳动报酬

领域户籍歧视的文献，本文认为，尽管农业户籍城市

移民未能像本地居民一样取得公平的劳动报酬，但

劳动报酬方面的户籍歧视并没有对他们的幸福感

造成缺失。这一核心观点同时解释了本文在引言部

分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即劳动报酬领域的户籍歧视

与我国现实社会中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不断向城

市集聚之间的矛盾：相对于农村而言，城市毕竟拥

有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高的工资水平，为了能给自

己和滞留在农村的父母及孩子一个更加稳定的生

活环境，大量中青年农村劳动力迁移到城市工作，

相对于较为隐蔽的劳动报酬歧视，获得比滞留农村

时更高的工资水平则更加直观，因而使得劳动报酬

方面的户籍歧视并没有降低农业户籍城市移民的

幸福感水平。
就 team A 与 team B 的比较而言，在未添加户

籍交互项的模型（6）中，户籍哑变量的回归系数显

著为正，而在添加了户籍与劳动报酬交互项的模型

（7） 中以及添加了户籍与劳动强度交互项的模型

（8） 中，两类户籍交互项变量的回归系数均不显

著。上述研究结论揭示了本文的第二个核心观点：

虽然非农户籍城市移民实现了户籍转换，与本地居

民一样拥有非农户籍，但户籍歧视依然造成了非农

户籍城市移民幸福感的缺失。值得注意的是，造成

非农户籍城市移民幸福感缺失的户籍歧视并非来

自劳动报酬和劳动强度两个方面，这一观点与大量

关于身份认同的研究文献互相支撑 （陈云松和张

翼，2015；姜兆萍，2016）。本文提出的第二个核心观

点同时解释了在引言部分提出的第二个问题，即若

户籍歧视是造成城市移民幸福感缺失的重要原因，

那么实现户籍转换是否意味着幸福感水平的趋同。
本文的研究结论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原因在于，

户籍属性表面上看是人口划分与管理上的概念，但

深层次观察，由于我国其他社会管理制度常常与户

籍制度挂钩，导致户籍歧视已经渗透和扩散到居民

工作生活的很多方面，以至于仅仅实现户籍转变并

不能彻底地矫正户籍歧视对城市移民造成的幸福

感缺失。本文将在下文的分析中，揭示实现户籍转

换后非农户籍城市移民在非收入因素方面受到的

歧视现象。
就 team B 与 team C 的比较而言，模型（9）至模

型（11）的回归结果与 team A 与 team C 分组的回归

结果较为一致，主要结论包括：户籍哑变量的回归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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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

未按户籍分组 按户籍分组

OLS Ordered
Probit teamA=1 teamC=0 teamA=1 teamB=0 teamB=1 teamC=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户籍哑变量
0.2781**
（2.11）

0.3492*
（1.75）

0.1425*
（1.83）

0.1539*
（1.72）

0.2655**
（1.99）

0.5619*
（1.88）

0.2527*
（1.88）

0.3414*
（1.73）

- 0.3547
（- 0.93）

劳动报酬（年工资性收入）
0.0273***
（2.67）

0.0248**
（2.51）

0.0216*
（1.72）

0.0369
（1.07）

0.0215*
（1.71）

0.0275**
（2.58）

0.0438**
（2.53）

0.0274**
（2.57）

0.0539***
（3.28）

0.0730**
（2.08）

0.0533***
（3.25）

户籍×劳动报酬
- 0.0173

（- 0.48）
- 0.0252

（- 1.20）
- 0.0234

（- 0.62）

劳动强度（年工作小时数）
- 0.0158***
（- 2.82）

- 0.0146***
（- 2.75）

- 0.0209***
（2.99）

- 0.0207***
（- 2.97）

- 0.0241**
（- 2.20）

- 0.0116*
（- 1.80）

- 0.0117*
（- 1.81）

- 0.0018
（- 0.19）

- 0.0057
（- 0.76）

- 0.0052
（- 0.70）

- 0.0193*
（- 1.76）

户籍×劳动强度
0.0053*
（1.83）

- 0.0181
（- 1.44）

0.0244*
（1.70）

性别（男性 =1） - 0.0535
（- 1.04）

- 0.0547
（- 1.11）

- 0.0204
（- 0.25）

- 0.0153
（- 0.19）

- 0.0248
（- 0.30）

0.0061
（0.09）

0.0179
（0.25）

0.0206
（0.29）

0.2817***
（2.83）

0.2868***
（2.87）

0.2839***
（2.85）

年龄
- 0.0330

（- 1.33）
- 0.0306

（- 1.29）
- 0.0485

（- 1.61）
- 0.0492
- 1.63

- 0.0483
（- 1.60）

- 0.0011
（- 0.04）

- 0.0002
（- 0.01）

- 0.0028
（- 0.09）

- 0.0804**
（- 2.34）

- 0.0825**
（- 2.39）

- 0.0820**
（- 2.39）

年龄的平方
0.0005

（1.51）
0.0004

（1.46）
0.0006

（1.65）
0.0006*
（1.66）

0.0006
（1.64）

0.0001
（0.17）

0.0000
（0.13）

0.0001
（0.22）

0.0010**
（2.26）

0.0010**
（2.31）

0.0010**
（2.31）

健康
0.3869***
（9.03）

0.3707***
（8.93）

0.3806***
（7.26）

0.3794***
（7.23）

0.3798***
（7.23）

0.4059***
（8.72）

0.4081***
（8.77）

0.4069***
（8.75）

0.4010***
（6.62）

0.3983***
（6.56）

0.3990***
（6.60）

教育
0.0109

（0.90）
0.0089

（0.77）
0.0056

（0.37）
0.0051

（0.34）
0.0057

（0.38）
- 0.0018

（- 0.13）
- 0.0022

（- 0.16）
- 0.0024

（- 0.17）
0.0017

（0.10）
0.0011

（0.06）
0.0010

（0.06）

是否为党员（是 =1） 0.0281
（0.35）

0.0129
（0.17）

0.0361
（0.34）

0.0379
（0.36）

0.0365
（0.35）

0.0528
（0.64）

0.0600
（0.73）

0.0544
（0.66）

0.0923
（0.75）

0.0937
（0.76）

0.0949
（0.78）

单身家庭（是 =1） - 0.5327***
（- 3.38）

- 0.4890***
（3.28）

- 0.4356**
（- 2.52）

- 0.4382**
（- 2.53）

- 0.4343**
（- 2.51）

- 0.5023**
（- 2.53）

- 0.4965**
（- 2.50）

- 0.5059**
（- 2.55）

- 0.6652***
（- 3.10）

- 0.6705***
（- 3.12）

- 0.6530***
（- 3.04）

夫妇家庭（是 =1） 0.1234
（0.98）

0.1189
（0.99）

0.0159
（0.11）

0.0151
（0.10）

0.0133
（0.09）

0.1910
（1.28）

0.1952
（1.31）

0.1846
（1.24）

0.2259
（1.31）

0.2244
（1.30）

0.2010
（1.16）

夫妇及孩子家庭（是 =1） 0.1831
（1.61）

0.1763
（1.64）

0.1675
（1.27）

0.1665
（1.26）

0.1659
（1.25）

0.2263*
（1.71）

0.2260*
（1.71）

0.2286*
（1.73）

0.1225
（0.77）

0.1231
（0.77）

0.1209
（0.76）

夫妇及父母家庭（是 =1） 0.3271**
（2.43）

0.3058**
（2.39）

0.2481
（1.55）

0.2461
（1.53）

0.2452
（1.53）

0.2463
（1.60）

0.2433
（1.58）

0.2496
（1.63）

0.4862**
（2.47）

0.4853**
（2.47）

0.4787**
（2.44）

从业单位（党政军机关、事业
单位及国营企业 =1）

0.2352***
（3.18）

0.2254***
（3.20）

0.1849**
（2.03）

0.1873**
（2.06）

0.1868**
（2.05）

0.1858**
（2.38）

0.1883**
（2.41）

0.1957**
（2.50）

0.2929**
（2.50）

0.2974**
（2.53）

0.3290***
（2.77）

从业身份（雇主 =1） 0.2006
（0.73）

0.1689
（0.65）

0.0806
（0.27）

0.0602
（0.20）

0.0830
（0.27）

0.3274
（0.93）

0.3293
（0.94）

0.2857
（0.81）

0.2255
（0.63）

0.1881
（0.52）

0.1907
（0.53）

从业地区（京津冀、长三角、
珠三角省份 =1）

- 0.1594**
（- 2.40）

- 0.1611**
（- 2.55）

- 0.2406***
（- 2.95）

- 0.2373***
（- 2.90）

- 0.2392***
（2.93）

- 0.1290*
（- 1.80）

- 0.1264*
（- 1.76）

- 0.1251*
（- 1.74）

0.0078
（0.08）

0.0122
（0.12）

0.0220
（0.22）

数显著为正，说明相对于非农户籍城市移民，户籍歧

视造成了农业户籍城市移民幸福感的缺失；户籍与

劳动报酬交互项的回归系数不显著，户籍与劳动强

度交互项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劳动报酬方面

的户籍歧视并不是造成农业户籍城市移民幸福感缺

失的关键因素，劳动强度方面的户籍歧视显著地降

低了农业户籍城市移民的幸福感水平。

表 2 劳动层面的户籍歧视与城市移民幸福感缺失的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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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j R- square 或 Pseudo R2 0.1253 0.0462 0.1417 0.1409 0.1408 0.0998 0.1002 0.1008 0.1658 0.1649 0.1686

F- statistic 或 LR chi2（15） 12.34 169.29 9.36 8.82 8.81 7.82 7.45 7.49 8.22 7.75 7.93

样本量 1189 1189 811 811 811 985 985 985 582 582 582

（二）社会保障层面的户籍歧视与城市移民幸福

感的缺失

表 3 报告了社会保障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效

应，以及社会保障层面的户籍歧视在城市移民幸福

感缺失中所扮演的角色和作用。本文重点分析户籍

变量和户籍与社会保障交互项对幸福感的回归结

果，并剖析社会保障层面的户籍歧视与城市移民幸

福感缺失的关系。
首先，未按户籍分组的 OLS 回归结果 （模型

（1））和 Order Probit 回归结果（模型（2））均显示，

以五险一金拥有情况为表征的社会保障的改善能

够显著地提升城市居民的幸福感，且根据 OLS 回

归结果预测，社会保障每增加一个单位（即增加一

项五险一金），居民幸福感将提升 0.035 1。其次，其

他控制变量方面，综合模型（1）至模型（8）的回归

结果可以得出：良好的健康状况有助于提升城市居

民的幸福感水平；单身家庭结构显著降低了城市居

民的幸福感水平，而由夫妇及父母组成的家庭结构

则对城市居民幸福感产生了显著的提升效应；从业

结构特征层面，党政军机关、事业单位及国营企业

的从业单位对城市居民的幸福感存在正向溢出效

应，而从业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并未呈现出与居民

幸福感水平相一致的排序，经济发达地区 （京津

冀、长三角、珠三角）对城市居民的幸福感造成了

损失。
就 team A 与 team C 的比较而言，在未添加户

籍与社会保障交互项的模型 （3） 中，户籍哑变量

（team A=1）对于城市居民幸福感的回归系数显著为

正，且社会保障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效应也显著为

正；在添加户籍与社会保障交互项的模型（4）中，社

会保障对居民幸福感的回归系数变得不再显著，但

交互项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上述回归结果说明，在

社会保障层面，农业户籍城市移民无法享有与本地

居民同等的待遇，造成了农业户籍城市移民幸福感

的缺失。
就 team A 与 team B 的比较而言，在未添加户

籍与社会保障交互项的模型（5）中，社会保障对居民

幸福感的回归系数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在添加户

籍与社会保障交互项后的模型（6）中，交互项对城市

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效应依然不显著，即社会保障方

面的户籍歧视不存在或没有达到对非农户籍城市移

民造成幸福感缺失的程度。
两类城市移民（农业户籍城市移民 team C 和非

农户籍城市移民 team B）依次与本地居民（team A）

进行组间横向比较分析的实证结果恰好相反，本文

给出的解释是：社会保障具有公共品性质，对其的分

配受到政府调控，而在当前我国的财税政策下，政府

对于公共品的分配往往依据城市居民是否具有本地

户籍为依据。非农户籍城市移民实现了户籍转换，同

样具有本地户籍，因此非农户籍城市移民与本地居

民在享有社会保障方面是对等的，而农业户籍城市

移民在享有社会保障方面受到了户籍歧视。本文关

于五险一金在三类城市居民中覆盖率的描述性统计

分析也支持了这一解释。
就 team B 与 team C 的比较而言，模型（7）和模

型（8）的回归结果与模型（3）和模型（4）的回归结果

相似，即户籍与社会保障交互项的回归系数显著为

正，说明相对于实现户籍转换、获得非农户籍的城市

移民，依然保留农业户籍的城市移民在获取社会保

障上处于劣势地位，社会保障层面的户籍歧视造成

了农业户籍城市移民幸福感的缺失。
（三）住房层面的户籍歧视与城市移民幸福感的

缺失

表 4 报告了住房条件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效

应，以及住房条件层面的户籍歧视在城市移民幸福

感缺失中所扮演的角色和作用。本文重点分析户籍

变量和户籍与住房条件的交互项对幸福感的回归结

果，并剖析住房层面的户籍歧视与城市移民幸福感

缺失的关系。
首先，在未按户籍分组的模型（1）中，OLS 回归

结果显示，住房类型（自有住房=1，租房=0）对城市居

民幸福感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相对于租房居

住的情况，拥有自有住房可以显著地提升城市居民

的幸福感水平。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人均住房面积、
是否享受到保障性住房 （经济适用房或廉租房）以

及户籍与人均住房面积和保障性住房的交互项对

（续表 2）

注：（）内为 Z统计量，***、**、* 分别表示通过了置信水平为 99%、95%、90%的显著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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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

未按户籍
分组

按户籍分组

OLS teamA=1 teamC=0 teamA=1 teamB=0 teamB=1 teamC=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户籍因素
0.1059*

（1.67）
0.1391*

（1.73）
1.1355*

（1.73）
1.1114*

（1.70）
0.2404*

（1.95）
0.6061**

（2.35）
0.2579*

（1.80）
0.2414*

（1.90）
- 0.1868

（- 1.05）
- 0.3298

（- 1.39）
- 0.1137

（- 0.55）
- 0.1893

（- 1.04）

模型

未按户籍分组 按户籍分组

OLS Ordered Probit team A=1 team C=0 team A=1 team B=0 team B=1 team C=0

（1） （2） （3） （4） （5） （6） （7） （8）

户籍因素
0.2630**

（1.98）
0.2025*

（1.18）
0.1581*

（1.66）
0.1341*

（1.71）
0.2320*

（1.68）
0.2678*

（1.70）

社会保障
0.0351**

（1.98）
0.0313*

（1.86）
0.0412*

（1.89）
0.0228

（0.57）
0.0288

（1.46）
0.0068

（0.22）
0.0213*

（1.75）
0.0176*

（1.86）

户籍×社会保障
0.0252*

（1.56）
0.0351

（0.94）
0.0143*

（1.72）

Adj R-squarePseudo R2 0.1179 0.0434 0.1339 0.1331 0.0938 0.0936 0.1502 0.1488

样本量 1189 1189 811 811 985 985 582 582

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效应总体上不显著 （仅在模型

（6）和模型（9）中，人均住房面积通过了 10%的显

著性检验）。对于上述回归结果的解释，本文认为，

有没有自有住房是刚性的，其与城市居民幸福感之

间的弹性很大，而住房面积大小则是柔性的，其与

城市居民幸福感之间的弹性要小很多。本文的描述

性统计结果显示，我国保障性住房政策针对的是非

常小的一部分群体，其覆盖率非常低，因而造成了

是否享受到保障性住房对城市居民幸福感的影响

不显著。其次，在其他控制变量方面，表 4 所报告的

回归结果与表 2 和表 3 所报告的回归结果较为一

致，无较大差异，不再赘述。
就 team A 与 team C 的比较而言，在模型（2）至

模型（5）中，住房类型对城市居民幸福感的影响不显

著，而在模型（3）中，户籍与住房类型交互项对城市

居民幸福感的影响也未通过显著性检验。结合描述

性统计分析，本文指出，尽管农业户籍城市移民以租

房居住为主，本地居民以自有住房为主，但住房类型

上的这一差异并不构成农业户籍城市居民幸福感缺

失的关键因素。这一结论超出了本文预期，但依然可

以从现实情况进行解释：对于依然保留农业户籍的

城市移民而言，他们来到城市的目的往往不是在城

市长久地生活下去，而是希望短期内获得比留在农

村更高的工资水平。对大部分农业户籍城市移民来

说，在城市的居住是暂时的，工作结束后仍然会回到

农村，呈现出“钟摆式就业”状态，因此在城市租房居

住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不会对农业户籍城市移民的

幸福感产生影响。
就 team A 与 team B 的比较而言，在模型（6）

至模型（9）中，住房类型对城市居民幸福感的回归

系数显著为正，而在模型（7）中，户籍与住房类型

交互项的回归系数也显著为正。据此，本文指出，

尽管非农户籍城市居民实现了户籍转换，但他们与

同样具有非农户籍的本地居民相比较，住房类型上

的不对称显著地降低了其幸福感水平，造成了其幸

福感的缺失。模型（7）所揭示的这一结论正好与模

式（3）所揭示的结论相反，本文认为，其中的原因

在于，非农户籍城市移民已经实现了户籍转换，一

般都有在城市长期生活下去的打算，而购买自有住

房成为他们的重要任务之一，因而对其幸福感缺失

产生了显著影响。
就 team B 与 team C 的比较而言，模型（10）至

模型（13）的回归结果与模型（2）至模型（5）的回归

结果相似，即与非农户籍城市居民相比较，没有证

据表明农业户籍城市移民以租房居住为主的住房

状态降低了其幸福感水平，对这一结论的解释不再

赘述。

表 3 社会保障层面的户籍歧视与城市移民幸福感缺失的回归结果

表 4 住房条件、户籍歧视与与居民幸福感的实证结果

注：同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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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类型
0.3640***

（3.61）
0.2022

（1.53）
0.2663

（1.10）
0.2008

（1.51）
0.1979

（1.48）
0.3363**

（2.52）
0.2443***

（2.76）
0.3376**

（2.53）
0.3363**

（2.52）
0.5781***

（3.39）
0.4251*

（1.78）
0.5706***

（3.33）
0.5799***

（3.35）

户籍×房屋类型
- 0.0888

（- 0.32）
0.1331*

（1.81）
0.2995

（0.92）

人均住房面积
0.0632

（0.82）
0.2186

（1.02）
0.2181

（1.02）
0.3218

（0.80）
0.2210

（1.03）
0.1638*

（1.70）
0.1194

（1.20）
0.1704

（1.64）
0.1640*

（1.70）
0.1384

（1.34）
0.1170

（1.11）
0.4016

（1.00）
0.1383

（1.34）

户籍×人均
住房面积

- 0.1396
（- 0.30）

- 0.0441
（- 0.17）

- 0.2794
（- 0.68）

政府补贴
- 0.0550

（- 0.40）
- 0.0240

（- 0.13）
- 0.0256

（- 0.13）
- 0.0215

（- 0.11）
0.1892

（0.24）
- 0.0496

（- 0.36）
- 0.0521

（- 0.37）
- 0.0479

（- 0.34）
- 0.0450

（- 0.23）
- 0.0804

（- 0.42）
- 0.0783

（- 0.41）
- 0.0812

（- 0.42）
- 0.1305

（- 0.16）

户籍×政府补贴
- 0.2262

（- 0.27）
- 0.0089

（- 0.03）
0.0532

（0.06）

Adj R- square
Pseudo R2 0.1258 0.1257 0.1246 0.1245 0.1245 0.1028 0.1044 0.1017 0.1017 0.1776 0.1773 0.1767 0.1759

样本量 1044 712 712 712 712 871 871 871 871 505 505 505 505

（四）生活环境层面的户籍歧视与城市移民的幸

福感缺失

表 5 报告了生活环境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效

应，以及生活环境层面的户籍歧视在城市移民幸福

感缺失中所扮演的角色和作用。本文重点考察社会

融合度和社区服务功能对不同户籍城市居民幸福感

的影响效应，并剖析生活环境层面的户籍歧视与城

市移民幸福感缺失之间的关系。
首先，在未按户籍分组的模型（1）以及按户籍分

组的模型（2）至模型（13）中，生活便捷度及户籍与生

活便捷度的交互项对城市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均不显

著。本文给出的解释是，得益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

日益完善，不论哪一类户籍的城市居民，他们的日常

生活，如出行、就医、上学、购物娱乐等，都变得日益

便捷，组群间差异未能达到造成城市移民幸福感缺

失的程度。其次，在控制变量方面，模型（1）至模型

（13）的回归结果与表 2、表 3、表 4 所报告的回归结

果较为一致，无较大差别，不再赘述。
就 team A 与 team C 的比较而言，在模型（2）至

模型（5）中，社会融合度对居民幸福感的回归系数始

终显著为正，且在添加户籍与社会融合度交互项的

模型（4）中，交互项对居民幸福感的回归系数也依然

显著为正。这一结果表明，相对于本地居民，农业户

籍城市移民在融入城市工作生活方面存在更多的困

难和障碍，显著地降低了农业户籍城市移民的幸福

感水平。在模型（2）至模型（4）中，社区服务功能对居

民幸福感的影响效应不显著，而在添加户籍与社区

服务功能交互项的模型（5）中，社区服务功能对农

业户籍城市移民幸福感的影响效应显著为负，对本

地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效应显著为正。本文给出的解

释是，社区服务功能对于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存在人

际差异，对于本地居民而言，更加完善的社区服务

功能可以显著地提升其生活质量，而对于农业户籍

城市移民而言，更加完善的社区服务功能对他们来

说有可能意味着更高的生活成本，因而降低了其幸

福感水平。
就 team A 与 team B 的比较而言，在添加户籍

与社会融合度交互项的模型（8）中，交互项对居民幸

福感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而在添加户籍与社区服

务功能交互项的模型（9）中，交互项对居民幸福感的

回归系数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由此可见，社会融合

度方面的户籍歧视依然是造成非农户籍城市移民幸

福感缺失的重要原因。上述结论同时也再次回答了

本文在引言部分提出的第二个问题，即若户籍歧视

是造成城市移民幸福感缺失的重要原因，那么实现

户籍转换是否意味着非农户籍城市移民向本地居民

幸福感水平的趋同？在本部分，本文同样给出了否定

的答案。
就 team B 与 team C 的比较而言，添加户籍与

社会融合度交互项的模型（12）和添加户籍与社区服

务功能交互项的模型（13）与模型（8）和模型（9）的回

归结果相似，所得到的结论包括：与实现户籍转换的

（续表 4）

注：同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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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至表 5 分析的是收入增长之外的社会保

障、住房条件、生活环境三类非收入因素层面的户籍

歧视，在城市移民幸福感缺失中所扮演的角色和作

用。综合表 2 至表 5 的主要结论，我们提出本文的第

三个核心观点：除劳动强度之外，户籍歧视造成城市

移民幸福感缺失还表现在社会保障、住房条件、生活

环境三类非收入因素方面。农业户籍城市移民由于

未能实现户籍转换，因而在获取社会保障方面处于

弱势地位，加之农业户籍城市移民在融入城市工作

生活上面临更大的困难和障碍，共同造成了农业户

籍城市移民幸福感的缺失。农业户籍城市移民“钟摆

式就业状态”使得以租房为主的住房类型并未造成

其幸福感的缺失。非农户籍城市移民虽然实现了户

籍转换，但作为城市移民，他们在社会融合等身份认

同方面依然显著地低于本地居民，制约了其幸福感

水平向本地居民幸福感水平的趋同。同时，由于非农

户籍城市移民已经实现了户籍转换，大都有在城市

长期生活的打算，因此在住房类型上其与本地居民

之间的组群差异也同样造成了幸福感的缺失，但社

会保障方面的户籍歧视不存在或没有达到对非农户

籍城市移民造成幸福感缺失的程度。
五、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

采 用 2012 年 中 国 劳 动 力 动 态 调 查 数 据

（CLDS），将居民普遍关注的社会保障、住房条件和

生活环境三类非收入因素纳入幸福感分析框架，采

用组间横向比较方法研究了户籍歧视在城市移民幸

福感缺失中所扮演的角色和作用。本文的研究结论，

可以概括为三点。（1）相对于本地居民，虽然城市移

民承受了更大的劳动强度和更低的工资水平，但劳

动报酬方面的户籍歧视并没有对城市移民的幸福感

造成缺失，因而较好地解释了劳动报酬领域的户籍

歧视与我国现实社会中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不断向

城市集聚之间的矛盾。（2）除劳动强度之外，社会保

模型

未按户籍
分组

按户籍分组

OLS team A=1 team C=0 team A=1 team B=0 team B=1 team C=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户籍因素
0.2049*

（1.74）
0.2077*

（1.74）
0.2002*

（1.90）
0.1839**

（2.10）
0.1706*

（1.77）
0.1814*

（1.71）
0.1816*

（1.85）
0.1621*

（1.75）
0.1502*

（1.81）
0.1506*

（1.73）
0.1788*

（1.72）
0.1806*

（1.87）

生活便捷度
-0.0093

（-0.29）
-0.0205

（-0.59）
-0.0147

（-1.16）
-0.0199

（-0.57）
-0.0243

（-0.70）
-0.0182

（-0.53）
0.0008

（0.01）
-0.0182

（-0.53）
-0.0185

（-0.54）
0.0311

（0.50）
0.0316

（0.34）
0.0323

（0.52）
0.0230

（0.37）

户籍×生活
便捷度

-0.0067
（-0.07）

-0.0226
（-0.25）

-0.0008
（-0.01）

社会融合度
0.1518***

（3.54）
0.1588***

（3.05）
0.1589***

（3.05）
0.2149*

（1.94）
0.1643***

（3.16）
0.1196**

（2.57）
0.1196**

（2.57）
0.1218*

（1.81）
0.1239***

（2.66）
0.1935***

（2.99）
0.1935***

（2.99）
0.2248**

（2.05）
0.1912***

（2.96）

户籍×社会
融合度

0.0706*

（1.75）
0.0341*

（1.85）
0.0459*

（1.73）

社区
服务功能

-0.0499
（-1.42）

-0.0240
（-0.56）

-0.0238
（-0.55）

-0.0250
（-0.58）

-0.2307***

（-2.60）
0.0072

（0.18）
0.0068

（0.17）
0.0071

（0.18）
-0.0625

（-0.93）
-0.1263**

（-2.35）
-0.1263**

（-2.33）
-0.1260**

（-2.34）
-0.2337***

（-2.63）

户籍×社区
服务功能

0.2695***

（2.66）
0.1053

（1.29）
0.1685

（1.52）

Adj R-square
Pseudo R2 0.1284 0.1426 0.1414 0.1418 0.1494 0.1007 0.0998 0.0998 0.1013 0.1681 0.1665 0.1667 0.1700

样本量 1149 772 772 772 772 966 966 966 966 560 560 560 560

非农户籍城市移民相比，农业户籍城市移民在融入

城市工作生活方面的障碍和困难更多，其社会融合

度水平更低，因而造成了幸福感的缺失；在两类户籍

城市移民之间，社区服务功能方面的户籍歧视不存

在或未能达到显著地降低非农户籍城市移民幸福感

的程度，对上述结论的解释不再赘述。
表 5 生活环境层面的户籍歧视与城市移民幸福感缺失的回归结果

注：同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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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住房条件、生活环境三类非收入因素不仅可以直

接对城市居民幸福感产生影响，而且非收入因素层

面的户籍歧视也显著地造成了城市移民幸福感的缺

失。农业户籍城市移民由于没有本地户籍，其在获取

社会保障、改善生活环境上的弱势地位造成了幸福

感的缺失，因而较好地回答了非收入因素层面的户

籍歧视是否会显著造成城市移民幸福感缺失的问

题。（3）非农户籍城市移民虽然实现了户籍转换，但

他们在社会融合等身份认同上的障碍，以及对于自

有住房的需求仍然导致了幸福感的缺失，解释了实

现户籍转换是否意味着城市移民幸福感水平向本地

居民幸福感水平趋同的问题。
（二）政策启示

本文的研究对于消除户籍歧视、提升居民幸福

感水平，进而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具有

重要的政策启示。
第一，着力构建城乡统一的户籍登记制度，并促

使其他社会管理制度与户籍制度脱钩。由于我国其

他社会管理制度经常与户籍管理制度挂钩，使得户

籍歧视已经深入和扩散到居民生活的很多方面。因

此，地方政府需要着力构建城乡统一的户籍管理制

度，并促使其他社会管理制度与户籍制度脱钩，破解

社会管理对于户籍分割的路径依赖。
第二，扩大社会保障和基本公共服务向常住人

口覆盖，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消除社会保障和基本

公共服务领域的户籍歧视，需要同时从供给侧和需

求侧进行改革。供给侧，需要加大城市基础设施的投

资建设规模和速度，并强调建设的科学性，扩大社会

保障和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需求侧，改革公共物品

的分配制度，把原先的依靠户籍属性进行分配的原

则改为依靠工作属地进行分配的原则，扩大社会保

障和基本公共服务向常住人口群体的覆盖。
第三，落实城市常住人口的市民化，积极促进城

市移民快速地融入城市工作和生活。一方面，需要加

强对新生代城市移民劳动技能和劳动素质的培养，

有效消除城市移民与本地居民在劳动就业方面的差

异；另一方面，需要加强社区文化建设，增进居民间

的联系和感情，打破彼此孤立的生活状态。
（三）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文通过组间横向比较，静态上把握了户籍歧

视对城市移民幸福感缺失的作用机理，动态上厘清

了户籍转换对城市移民幸福感变迁的影响效应，但

本文的研究依然存在不足之处。尤其是党的十八大

以来，以人为本、以体制机制创新为保障的新型城镇

化开始在全国各地积极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将

“产、城、人”的融合作为目标之一，必然也会对城市

移民的幸福感产生深远影响。然而，受到研究数据的

限制，本文使用的数据是 2012 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

查问卷数据，未能对新型城镇化建设背景下城市移

民的幸福感问题进行全面深入的考察，这也构成了

本文未来可以进一步拓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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